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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外部性及异质性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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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式环境治理特色和“双碳”目标，运用 2011—2019 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探究环境

治理全过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

呈现“U”型关系和负向溢出影响，且具有工具选择、地区差异以及资源禀赋异质特征；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协同有利于深化产业内部分工，促进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区

域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细分行业下，高端生产性服务行业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环境规制协同效应发挥。合理执

行环境规制，有利于解决区域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现象严重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绿色

悖论”效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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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通过环境规制治理碳排放的手段正日趋成熟，环境政策制定已不再聚焦于污染排放的事后管控，生态经济并重发展的

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和治理手段正逐步形成。但经济结构转型和效率提高并不能一蹴而就，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仍需要不

断坚持和创新环境规制，以纠正市场失灵。 

2020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比为 53.9%，相对于欧盟 2006 年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产值

占比 63.7%，中国仍处于产业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仅为 39.49%，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可以促进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1]，但环境规制的产业

结构升级效应是否一定能提升区域碳排放效率？部分学者认为，“重生产，轻服务”思想下形成的围绕第二产业集聚大规模工

业制造服务业是阻碍第三产业低碳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2]。如何发挥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同作用以提升区域碳排放

效率，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亦是产业结构转型下，对区域服务业不断集聚及其效应的现实思考。 

合理设计环境规制程序对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至关重要。现有文献对于环境规制的衡量并未统一，主要分为四

种：一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调查分析[3]；二是使用定量指标分析，围绕工业部门污染物排放相关指标进行替代[4]；三是就某一

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分析[5,6]；四是综合指标分析，通过建立和修订多维指标评价，较好地克服了多维性和可比性问题[7]。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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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标构建逻辑而言，共有三种构建思路：一是从污染物排放角度构建不同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标[8]；二是从环境治理投入产出

角度评价区域环境规制效率[9]；三是从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包括政策制定、环境管理、环境改善以及环境绩效四个方面构建综合

指标
[10]

。 

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由于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差异以及研究视角、范围、时间的

不同，对于环境规制能否降低区域碳排放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主要包括以“绿色悖论”为理论基础的“抑制论”[11]、以“波特

假说”为前提的“促进论”[12]以及基于中国实践的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不确定性研究[13,14,15]。部分学者从工业产业集聚出发，提

出环境规制可能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或“污染光环”等空间溢出效果[16]。学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 

产业结构差异是导致产业集聚模式异质性的重要原因。Marshall 认为，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间的纵向专业化集聚，有利于产

业集聚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发挥[17]。Jacobs 则提倡同一区域内上下游关联产业的横向集聚，有助于突破式技术创新、降低市场

不确定性风险和交易费用[18]。部分文献关注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一些学者从细化产业内部分工、扩大

产业规模、促进企业隐性知识传播等角度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降低相关联制造业排污减排成本[19]；也有学

者认为，这会造成区域产业结构的单一，产生“拥挤效应”[20]。除此之外，地方市场分割和保护主义也容易造成生产性服务业与

关联制造业脱节，抑制专业化集聚规模效应发挥
[21]

。相对而言，部分学者支持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并从产业结构转型
[22]、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形成[23]、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型[24]等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技术创新风险较

高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多样化集聚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25]。还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模式选择受制于城市规模，小规模城市

应专注特色产业专业化集聚，大规模城市更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满足制造转型对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26]。还有学

者认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专业化集聚更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样化集聚更能发挥产业结构效应[27]。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在环境规制指标刻画上，多数文献通过某类污染性排放指标表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或探究某一政策的政策评估以及因果关

系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区某一方面的环境治理力度，却难以衡量城市多方面的环境治理过程；二是环境规制与碳排

放关系的理论研究日臻丰富，但就深入中国实践层面而言，基于研究对象和视角不同，所形成的观点并未统一，仍有待进一步论

证和完善；三是从产业集聚的研究视角来看，鲜有文献探讨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忽视了环境规制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同作用。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研究方法上，从环境治理全过程角度出发，构建较为全面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

系，刻画城市层面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效率的关系；二是研究视角上，将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和碳排放效率纳入

统一分析框架，探究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协同机制，并延展至动态空间层面，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成

果；三是研究重点上，不拘泥于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整体研究，充分考虑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环境

规制工具类型不同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同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差别，探究了环境规与不同行业集聚对碳排放产生

的协同作用，更加符合经济发展和现实需求。 

二、理论机制及假设提出 

区域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因此，从城市层面出发，能进一步明晰多元化环境规制手段、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碳排

放效率的关系。本文结合经济集聚理论、外部性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刻画

三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整体逻辑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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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关系 

（一）环境规制与碳排放 

环境规制干预了企业生产经营中有关成本—收益的决策，并因此产生的差异化响应影响了区域碳排放效率。“绿色悖论”

认为可预期的环境规制成本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和竞争压力，在预期成本逐渐增加的条件下，企业可能会加速当期能源消费使

用。为维护市场规模和产业转型平衡，在外部成本较低且资源禀赋较高地区，更易加速当期资源过度消耗，恶化地区“资源诅

咒”影响[28]。随着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企业可能会因成本压力降低产能和能源消耗，这在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的同时也会带

来经济效率损失。当环境规制提升到一定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超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外部成本压力迫使企业通过成本

内部化方式进行技术创新或新能源使用，最终提升区域碳排放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环境规制作用是无限的。“弱波特效应”要求

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受制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资源禀赋差异，这种倒逼激励

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29]。从企业空间行为来看，为消化外部成本压力，企业也会自动寻找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造成“污

染避难所”效应。与此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区域间经济和生态目标并不一致，也为企业寻找“污染天堂”提供了

寻租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a和假设1b。 

H1a：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U”型不确定关系，并存在负向溢出影响； 

H1b：基于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差异和工具选择不同，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效率具有异质性。 

（二）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影响 

1.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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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大量集聚，进而促进

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环境规制“波特效应”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和工艺流程创新改进，进而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和产品

技术复杂度，有助于发挥专业化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30]。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无序

扩张会带来产业规模“拥挤效应”，引发规模不经济效应、产业内部结构“臃肿”[20]，加重地区污染。环境规制通过外部成本约

束有助于缓解生产性服务业无序扩张，提升区域碳排放效率。三是对于制造业产业转型具有“要素替代”效应，环境规制有利于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融合[27]。考虑环境规制成本，制造企业倾向于将高耗能产品投入交付给专业化较高的高端生

产性服务产业[22]，有助于提升传统制造业在创新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高度化攀升，最终有助于提升

区域碳排放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a和假设 2b。 

H2a：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不确定性； 

H2b：从行业异质性出发，环境规制更倾向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协同促进。 

2.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与碳排放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并促进产业结构“软化”，使生产性服务业更有针对性地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升

级的不同阶段，以此提高产业附加值水平[24]。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协同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带来

产业准入门槛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大量集聚也会造成碳排放居高不下[31]。环境规制提高了生产性服

务业的准入门槛，降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同时，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32]，可能造成转

型之路阻塞。二是环境规制对地方政府产业扶持的成本挤占。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会挤占支出成

本，同时也会削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导致产业规模下降[33]。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为清洁化、绿色

化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引入投资，容易忽视本地制造业转型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际需求。三是环境规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在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会调整区域资源配置，诱使技术资源优先涌向清洁型企业。金融机构也会优先

满足绿色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约束和信用资质审核标准[34]，阻碍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不利于提高区域

碳排放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a和假设 3b。 

H3a：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 

H3b：高低端生产性服务行业差异影响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用发挥。 

三、变量测度与模型设置 

（一）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1.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效率 

对于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测度，本文利用 Matlab2021a 专业版软件，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中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uper-

SBM 超效率模型进行测度，具体模型设置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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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效率；S-为要素投入，包括以地区人均资本作为指标的资本投入、以地区能源消耗为指标的能

源投入和以年末城镇就业人口数为指标的劳动力投入；Sh为期望产出不足的松弛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Sm为非期望产

出过剩的松弛变量，以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 

2.环境规制强度 

(1）设计依据。 

设计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指标评价区域环境治理程度是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背后逻辑离不开更深层的政策特点探

讨及其演变规律。不同于西方国家采用环境税或财政补贴等纯粹的市场化方式，中国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管控与政府

绩效相挂钩的治理特色。目前，学界对中国环境问题探究主要围绕排污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等展开。试点政策实

施反映出区域环境治理成效，但作为综合性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以某一试点政策作为研究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环境治理全貌，也不

便于区域间环境规制强度比较。为克服这类问题，陈诗一和陈登科结合中国环境治理事前规划特点，选择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词频

作为衡量，填补了环境规制衡量中缺乏政府为第一负责人开展事前规划的治理空白[35]。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大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响应和参与热情日益成为环境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微观力量。2018 年，生态环境部

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规范化、法制化得到加强。各级政府网络信息平台、环境信访体系、

投诉电话、媒体披露以及大众舆论成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渠道。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注意到公众参与类非正式环境规制的

生态效益影响，但迫于数据可得性问题，多借鉴国外学者研究，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间接衡量，缺乏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的考

虑。 

相对以往文献以工业“三废”排放强度等末端治理视角衡量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本文基于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特点和演变

规律，从政府环境治理全过程和公众参与为补充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城市层面数据一般性，尝试构建相对合理、科学和全面的

环境规制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区域环境治理强度。 

(2）指标测度。 

结合中国环境治理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管理特点[36]，本文选取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频 1代表政府环境治理

事前规划手段[37]。相较于环境治理投资额、研发收入、排污费收入等年末统计指标，年度经济发展不会反向影响年初政府工作报

告，从而可以降低指标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广泛应用的减排绩效类综合污染指标，本文进一步划分为工业污染排放事中控制

和区域污染排放事后治理。以工业“三废”和 PM2.5 排放强度刻画政府环境治理事中控制，以一般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以及生化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表征政府环境管控事后治理。与此同时，以地区绿化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指标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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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治理中生态环境宜居理念，利用熵值法，综合上述指标表示城市正式型环境规制强度。 

非正式型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及测量方法并不多见，部分学者参考 Wheeler 和 Pargal 的做法
[38]
，采用熵权法综合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口密集度作为间接衡量，但缺乏对大众参与的直接表示。本文参考张三峰和卜茂亮的研究[39]，结合百度

指数数据平台 2，利用 Python 爬取关键词“环境污染”，获得大众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力度。由于地区间经济结构不同，本文以地

区工业占比作为调节系数平衡。 

3.调节变量 

结合席敏强等（2015）的研究
[26]
，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六个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研究。其中，生产性服务

业专业化集聚参考 Ezcurra等的做法[40]，用公式（2）计算。 

 

其中：Eis代表 i城市生产性服务行业就业人数；Ei为城市 i总就业人数；E's和 E'分别表示除城市外生产性服务行业 s就业

人数和总就业人数。 

参考韩峰等（2014）的方法[41]，用公式（3）计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其中，E 和 ES分别代表全国总就业人数和生产

性服务业 s的就业人数。 

 

4.控制变量 

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离不开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本文以区域电力能耗占地区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重

要指标，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衡量指标，控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同时，地区经济增长

也是影响区域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存在环境库伦涅茨“倒 U”型曲线[42]，因此，本文分别加入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二

次项，探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关系，以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口密集度水平来控制来自城市资本积累和区域人口规模扩张

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开始利用市场机制通过碳排放交易治理区

域碳排放。基于此，本文以全国除港澳台及西藏地区、剔除行政区域调整后共计 279 个地级市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所选取的

2011—2019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中国城建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百度指数数据平台和各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文本。 

（二）模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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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会由于自然环境和空气流动产生区域扩散，也会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跨区联动和经

济活动造成空间传播。此外，由于技术创新存在时滞，碳排放效率提升可能具有“滚雪球”效应。基于此，本文构建模型（1）、

（2），分别在未考虑和考虑碳排放效率的技术积累两种状态下，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 

模型（1): 

 

模型（2): 

 

为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关系，构建模型（3): 

 

其中：lnCEEit、lnERit、lnER2
it依次代表城市 i在时期 t内碳排放效率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及其平方项；Mit表示调节变量包

括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lnSPit）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lnDVit);X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μi和 θt 表示控制城

市和时间影响；εit为空间误差项；α0为常数项；wij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dij表示两区域 i和 j的直线距离；lnERjt×Mj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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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β2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对象，反映两者之间对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力度；lnCEEit-1为城市 i 在

t-1 时期的碳排放效率，用以表征碳排放效率提升存在的技术积累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拟合散点图和回归曲线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碳排放效率均低于 0.5 水平，40 个城市碳排放效率水平突破 1，达到碳

排放超效率状态，如图 2所示。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中低效碳排放仍是制约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

阻力。从回归曲线看，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实施初级阶段，由于外部成本增加可

能会引起区域碳排放短暂的“倒退效应”，但随着实施力度加大，环境规制正向激励作用逐渐显现。跨越某一拐点后，环境规制

的技术创新补偿将会弥补成本增加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 

 

图 2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散点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对碳排放效率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解决空间自

相关模型适配问题。 

 

其中：S2为样本方差；xi代表城市 i 碳排放效率；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取空间地理位置矩阵进行分析。Moran'sI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 Z值大小逐年变大，表明区域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采用空间模型进行分析是适

宜的。 

（三）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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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选择上，本文通过 LR检验、Wald检验显示 SDM模型均不能退化为 SAR 模型和 SEM模型，且在 1%水平上通过 LR检验

和 Wald 检验，适宜采用 SDM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列（1）和列（3）未加入环境规制平方项，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抑制影响。列（2）和列（4）为加入平方项后的回

归结果，环境规制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就会降低本地碳排放效率 0.037 个百分点。当环境规制跨越某一拐点后，每提升 1 个百

分点，就会提升碳排放效率 0.018 个百分点。两者之间存在着“绿色悖论”向“技术创新”转变的“U”型关系，并且在1%显著

水平上通过检验。单纯依靠平方项进行非线性关系讨论可能并不严谨，本文参考 Lind 和 Mehlum 的程序设计[43]，对“U”型关系

参数估计进行 Utest 检验，其 H0原假设不存在“U”型关系或为“倒 U”型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拐点

值为 1.059，强度区间为[-1.721,4.291]，并且通过 1%水平的显著检验，拒绝原假设 H0。slope 形状显示，从低到高，呈现出由

负转正趋势，即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区间[-1.721,1.059]，会诱发“绿色悖论效应”，跨越拐点值 1.059 后，环境规制“波特效

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从碳排放效率一阶滞后项来看，存在明显“滚雪球”效应。环境规制的一次空间滞后项显著为负，表明环

境规制空间负向溢出效应明显，H1a 得到验证。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地区环境规制制定和执行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地方政府

为了兼顾环境绩效考核和经济发展指标落实，可能存在着区域间政策模仿和竞争，这为污染性产业转移提供了寻租空间，最终不

利于提升周边区域碳排放效率。 

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地区资本积累不利于区域碳排效率提升，说明我国区域资本绿色利用效率仍然较低。能源效率提升和

新能源利用两方面尚未能兼顾，清洁化的能源消费模式并未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相反，还会带来经济效率严重损失。经济发展

有效地提升了地区碳排放效率，并未呈现环境库伦涅茨曲线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跨越了“U”型拐点；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年份局限所致。人口密集程度提升虽然抑制了碳排放效率，但并不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并未显著提升

区域碳排放效率水平，说明第三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分布也可能不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也会造成实证结果的异质性。从回归结果来看，H1b 成立。正式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

“U”型关系，但是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却显著抑制了区域碳排放效率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无效？有学者认为，

作为政府主导型环境规制的补充，以软性约束为特征的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可能难以形成对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倒逼约束。

但是，出于政府形象和信誉维护，大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更多地会强化政府对正式型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从而间接促进区域

碳排放效率水平提升[44]。从组合项系数来看，建立多元化环境治理体系，的确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以有为政府为主导、公众

积极参与为补充的主体结构治理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列（8）、列（9）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不利于降低区域碳排放效率，表明我国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存在着“拥挤效应”，无序扩张和不合理分布加剧了区域碳排放。相对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打破了行业间技术壁垒和

信息门槛，促使技术知识跨行业交流，有利于降低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和交易费用，最终有助于提升区域碳排放效率。环境规制是

否可以与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协同效应？从协同效果来看，环境规制实施的确可以缓解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产生的负向影响，

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更利于提高制造业转型中间环节产品绿色化水平，实现价值链向高端化攀升，满足H2a。但是，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却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效率水平，交互项系数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符合 H3a 预期。信号传递理论

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权衡信号，其强度增加提升了产业准入行业门槛，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

聚，而当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发展考核要求框架中，政府可能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以促使制造

业转型升级，但也容易造成“千城一面”现象。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耦合程度来看，打破“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手

段，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状况、产业基础质量以及资源禀赋差异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是发挥环境规制正向协同激励的

应有之义。 

为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外部影响，对空间滞后项进行分解。相较于长期效应，环境规制对于地区碳排放效率

整体影响更偏重于短期效应，其短期直接效应值在区间[-0.0384,0.0193]呈现“U”型关系，并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相对

于直接效应，环境规制对于“邻地”的间接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为-0.552，再次证明本地环境规制实施可能会诱发“污染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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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总反馈效应来看，环境规制总效应为-0.590，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环境规制提升 1个百分点就会抑制“邻地”碳排

放效率 0.59 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之间虽然呈现“U”型关系，但并不显著说明区域间环境治理未能形成

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模型设计和研究结论稳健可靠，本文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列（1）、列（2）依次显示的是更换计量模型后的稳

健性回归结果，依次采用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列（3）至列（5）依次显示的是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后的稳健性结果，

构造 0-1邻接矩阵、人均生产总值为衡量的经济距离矩阵以及两者间的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检验在不同矩阵维度下，环境规

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列（6）则是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即以地区单位 GDP碳排放指标替代碳排放效率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和方向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列（6）表明，相对于效率层面提升碳排放效率，我国环境规制更多地是从总

量上控制碳排放水平。 

（五）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进行 IV＿2SLS和系统GMM 检验，以静态双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对比。静态层面环境规制与碳

排放效率呈“U”型关系，但较动态空间层面结果来看，会高估两者效应值。列（2）至列（4）为 IV＿2SLS 估计，本文依次采用

环境规制一阶滞后项和城市空气流通系数 3、年均气温以及年均降水量 4 构成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分析。LM 检验均通过 1%显著性

检验，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weak检验中，CDF 统计值大于 5%临界值，KP统计值大于全部临界值，因而，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Sargan 检验显示 P值不显著，说明工具变量均有效。从回归结果来看，与前文保持一致。列（3）为动态系统 GMM估计，其

结果依旧稳健。可见，通过一系列稳健检验和处理后模型设计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得以缓释，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行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可能会因细分行业的不同产生差异。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零售业，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均未产生明显的协同集聚效应。这进一步表明处

于价值链底端的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技术含量和创新活力较低，使得环境规制难以发挥“技术创新补偿”的诱导机制
[32]
。从

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专业化集聚协同更容易诱使“邻地”碳排放水平提升。结构单一、高耗能的

低端交通运输方式和公路建设可能也会造成区域污染源扩散，而多样化交通运输行业集聚不仅可以打破高耗能的单一结构，实

现交通运输方式多元化融合，还能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对“邻地”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5 专业化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可以提升“本地”碳排放效率。环境规制正向协同机制发挥有赖于行业所

处价值链嵌入位置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对于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更易通过“技术倒逼”和成本压力促使产业

内部分工和技术知识溢出，从而提升产业技术效率水平，实现环境规制“弱波特效应”。但是，多样化集聚反而会削弱环境规制

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产业信息化、数字金融化、新型工业化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依然偏低。对信

息化、数字化程度较高地区放松环境规制管制，更能发挥金融、信息和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作用，提升区域

碳排放效率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满足 H3b预期。从“邻地”溢出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 6专业化集聚

协同抑制了“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可以诱使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跨产业知识共享与交流，形成产业互补优势，推动区

域间学习模仿，促进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加深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邻地”的“涓滴效应”，从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带

来正向协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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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地区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域间产业基础和发展模式差异都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执行的耦合程度，体现在不同城市环境政策的执行

力度不同。本文按地理位置从右到左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和从上到下划分南北地区，进行分样本讨论。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环境规制未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

和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较高，单纯依靠环境规制难以促使技术创新潜能进一步释放，可能存在政策激励上限。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抑

制了地区碳排放效率提升，存在显著负向溢出影响，反映出我国中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压力，并伴

随严重的“绿色悖论”现象。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西部地区不仅承接中东部产业转型带来产能

过剩压力，还肩负着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所需的能源资源供给任务，环境规制“预期成本”增加短期内会刺激污染性企业加快能

源消耗以满足生产需求和缓解成本压力，但随着环境规制“技术倒逼补偿”效应逐渐显现，碳排放效率会随着环境规制执行力

度提升实现质效提升。而北部地区作为传统重工业集聚中心，资源驱动带来的经济粗放式发展红利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受到

制约。同时，以煤电为基础的集中供暖又加剧了区域高碳排放矛盾，导致北部地区碳排放效率持续下降，亟须进一步增强环境规

制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 

（三）基于资源禀赋异质性分析 

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依赖性差异也会导致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的异质影响。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本文将城市样本划分为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依据资源生命周期进一步分为资源成长型、

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地理位置相近的区域也可能存在较大资源差异，因此，空间模型并不适用。基于此，本文采用双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从回归结果来看，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存在“U”型特征，但是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环境规制表现为抑制

效果，表明环境规制可能会激化资源型城市潜在的“资源诅咒”矛盾。随着资源开采，环境规制二次项由负变正，但并不显著，

表明环境规制的“倒逼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并不明显。随着资源逐渐衰退枯竭，环境规制强度提升迫使衰退型城市加快产业

转型，促使经济发展向“集约化”模式迈进，从而减轻“资源诅咒”带来的高碳排放压力，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正向激励也开始显

现，总体呈现“U”型关系。当城市经济发展摆脱对本地资源依赖时，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效率则呈现正向激励作用，但效果

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更多依赖于资本和技术创新驱动，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也趋于清洁化。此时，环境规制虽然表现

出正向激励作用，但激励作用和政策效果可能较为有限。综合异质性回归结果，验证了 H1a 的合理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11—2019 年中国 279 个城市作为样本，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多元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大规模集聚与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关系，审视基于行业、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工具类型异质性

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如下结论：①区域综合型环境规制、政府主导的正式型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之

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并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而非正式型环境规制不利于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需要更多地通过强化

政府环境治理手段促进“本地-邻地”碳排放效率水平。②我国区域碳排放效率水平较低，区域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

规制体现出“倒退机制”向“倒逼机制”过渡，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有限，中部地区“绿色悖论”现象较为严重。③非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U”型关系明显。环境规制“绿色悖论效应”会诱使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现象出现，但

随着区域资源禀赋“成长—成熟—衰退—再生”，环境规制表现出“抑制-U”型动态变化。④环境规制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

集聚可以促进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并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碳排放效率促进作用的发挥。从生产性服务业

细分行业协同来看，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并不明显，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协同可以促进区域

碳排放效率提升，但会降低多样化集聚协同减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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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完善政府主导环境规制治理体系，适当提升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加快区域碳排放

效率阈值到来，实现区域碳排放效率增质升级；发挥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于正式型环境规制的补充引导作用，激活双重环境规制

对区域碳排放治理的政策活力；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依赖程度，因地制宜，因时施策，保持环境规制政策灵活性和

有效性。②调整区域环境规制形式和强度，破除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的“资源诅咒”难题；鼓励资源型城市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适当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强度，以免形成“绿色悖论”现象。③合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环境规制和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对

碳排放效率提升以及产业转型发展的协同促进作用。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地区，提升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促进

产业内部分工细化和多样化程度提升；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地区，适度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积极促进跨学

科、跨行业、跨产业知识交流平台建设，强化上下游产业的产业链韧度和强度，“软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过

渡，促进突破式技术创新，增强对周边碳排放效率的辐射带动作用。④建立区域环境治理问题联防联控治理体系，加速构建一套

完整、长效、有序的跨区域污染减排联动机制，削弱区域“污染避难所效应”；构建统一的环境信息检测平台和区域污染排放补

偿措施，促进环境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区域碳排放效率增质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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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环境保护目标、对象和措施 3个层面构建 27个环境关键词词汇集。基于词汇集关键词，利用 R 语言文本分析各地级市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得出。 

2百度指数数据平台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可用于反映行为关键词网络曝光度和大众媒体讨论热度。 

3 以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RA 数据库公布的地区边界层高度乘以 10 米高度平均风速得到空气流通系数。一方面，地区空

气固体颗粒物含量较高代表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规制实施力度相对较弱，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空气流通系数受到

观测点海拔和气候条件的自然影响，因此，满足外生性条件。 

4一般而言，地区气温和降水量主要受其所处经纬度区域、海陆差异、地势走向以及大气洋流等自然因素影响。碳排放效率

提升可以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有利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但对区域气候影响存在长期积累过程，短时期内难以造成城市气温的

巨大变化，基本满足外生假设。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地区空气污染，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满足相关性的假设条

件。 

5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